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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彩礼何以可能：一种基于劳动激励与
消费机制的建构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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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 社会发展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 近年来高价彩礼现象屡见不鲜，在彩礼上涨过程中宏观层面的作用不容忽

视。在丰富彩礼劳动补偿说和财产转移说基础上，以河北省农村为例，从机制变迁视角揭

示了彩礼上涨的结构性因素，解释机制变迁带来的相关行动者对于彩礼意义的重新解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激励机制由劳动爱国转向劳动致富，消费机制由爱国节约转向消费

主义。由此带来彩礼上涨的物质基础是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且产生个体之间差距，

彩礼成为弥补收入和消费差距的重要来源；带来彩礼上涨的心理基础是追求个人收入和消

费成为合理诉求，彩礼成为满足需求的重要来源。两种机制的转型推动着承载了劳动收

入差异补偿功能和消费能力转移功能的彩礼由仪式化向世俗化转变。天价彩礼的形成

不仅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机制建构的结果，需要从宏观的、综合的视角进

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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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①作为婚嫁仪式中的重要一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进入 2000年后，出

现了“三斤一响”（三斤百元人民币和一辆车）、“万紫千红”（一万张伍元和一千张百元人民币）、“前四

后八”（先给四万定金，再给八万礼金）、“一动不动”（动产车子和不动产房子）等天价彩礼。它不仅成

为农民生活的沉重负担，影响国家扶贫成果的延展；还导致农村出现大量光棍、代际关系紧张、买卖

新娘，甚至因彩礼大打出手，发生命案等后果，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农民美好生活目标的实

现。因此，彩礼如何演变为天价彩礼这一问题值得关注。

对此，学者们尝试从多元视角入手进行分析。西方学者提出婚姻偿付论和婚姻资助论，并在此

基础上引申出继承说、福利说、劳动价值说、竞争说、家庭意图说、财产转移说[1]。当前，我国学界对于

计生政策作用下的人口性别比失衡和可能引发的地方性婚姻市场竞争加剧逐渐形成共识[2]，对高额

彩礼的理解衍化为四种观点：婚姻市场调节机制说 [3]、攀比说[4]、择偶标准提高说[5]、综合说[6]。这些学

说对于理解彩礼的上涨具有解释力，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一方面，相关解释并未突破家庭和个

人的范畴，围绕彩礼所呈现的家庭和个体偏好背后很可能存在着某种共性的、结构性的力量。另一

方面，天价彩礼的产生与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有关，社会结构因素为天价彩礼的形成准备了

整体环境，而社会文化因素则为天价彩礼的形成与运转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7]，因此彩礼上涨既是一

种客观发展的结果，也是主观意义建构的结果，需要综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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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近代彩礼相关的描述最早出现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即“买卖婚姻的形式正

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

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8]这一论述首次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

温情脉脉的面纱，揭露出婚姻关系是一种生产关系，彩礼作为婚姻关系成立的重要标志则是生产关

系的直观表达，这意味着彩礼与生产关系中劳动、消费内容紧密相关，已有理论对此进行了论证。费

孝通提出高额彩礼是男家对女家转让劳动力的补偿，彩礼等于是将女方从女方家庭“买”来，是安慰

女方家庭的报酬，即劳动补偿说。在阎云翔看来高额彩礼是指新的款项的发明，子辈合谋以获得更

多父辈的财产，即财产转移说。这两个学说是解释彩礼为何上涨的经典学说，但在宏观机制转型过

程中面临着解释力不足的挑战。

劳动补偿说提出女方婚嫁导致了女方家庭劳动力的损失，彩礼是对女方家庭的补偿，并由女方

家庭所有，这一内容在如今的农村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观念有所弱

化，女方在婚后依旧与原生家庭保持密切互动；另一方面彩礼不再是女方父母的私有财产[9]，其归属

向核心家庭转移。因此，彩礼对女方家庭补偿的意涵有所弱化，那么彩礼是补偿了什么呢？婚嫁市

场中的女性在数量“稀缺”优势下，更有机会选择处于中上层的男性，而处于劣势的农村男性只能通

过高额彩礼来弥补差距，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天价彩礼逐渐具有弥补男性个体之间（城市男

青年与农村男青年、富裕农村男青年与贫困农村男青年）劳动收入差距的内涵。劳动收入差距的形

成不仅受个体因素影响，也与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激励机制紧密相关。当以国家施恩(阶级剥削和压迫

制度的消灭、终身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等)和国家承诺（未来的幸福理想和美好蓝图)来刺激劳动

的热情与积极性[10]，以精神荣誉作为对个人积极劳动的回报时，个人获得的劳动收入有限，成员之间

难以形成较大贫富差距，彩礼补偿性质较弱。当劳动激励采用物质激励时，以物质收入作为对社会

成员积极劳动的回报，个体收入增加的同时，产生了个体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尤其是存在城乡差距

的背景下，彩礼的补偿作用凸显。因此，劳动补偿说，本文将之解读为劳动收入差异的补偿说。

财产转移说强调彩礼是新郎为谋得家产所采取的转移财产的方式，以此支持小家庭生产，这一

内容也有所变化。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过渡，原有的以“劳动”为核心的社会

评价标准被“消费”所替代[11]，刺激农村青年生成消费需求。消费和认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12]，

消费需求不仅包括物质需求，也包括向城市生活标准和城市身份靠近的认同需求。因此，彩礼成为

支持农村青年生活消费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这一转变不仅受个人消费观念影响，也与消费激励

机制紧密相关。1949年后我国的消费机制由抑制消费向刺激消费转变，享乐消费的观念取代了克己

消费，追求物质生活成为一种合理的生活追求[13]。当父代还在遵守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时，子代开

始形成对消费的认可。财产转移说，本文将之解读为消费转移说。

劳动和消费是生产关系的一体两面，1949年后劳动激励与消费机制的转型总是相伴相生。因

此，这两个学说共同构成了彩礼上涨的理论框架（图 1）。1949年后劳动激励和消费机制的演变，即神

圣化劳动激励向物质化转变，抑制消费向刺激消费转变，为彩礼上涨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和主观

的心理基础。一方面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个体收入和消费差距的扩大，为天价彩礼的形成

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物质激励和刺激消费带来的“物质主义”取向，构成了天价彩礼生成的心

理条件。从新中国成立后劳动激励机制和消费机制转型来探究彩礼上涨的宏观动力，既能够呈现彩

礼上涨的历史脉络，形成历时分析与共时分析相结合；也能够呈现宏观机制对围绕彩礼所形成的社

会互动和认知的作用过程，形成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结合；同时也能够说明彩礼上涨中社会心理

和物质基础的转变，形成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相结合，有助于更加深刻和综合地理解天价彩礼的

形成。

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于政府文献和田野调查。一方面通过工作介绍信获得河北省妇联、河北省

档案馆的相关资料，以及查阅河北省地方志的记录。另一方面采用判断抽样法选取了河北省经济条

件存在差异的三个村庄：A村庄（梨树种植示范村）、B村庄（靠近县城，无特色农业经济与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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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C村庄（位于山区，人均耕地少）。主要涉及的访谈对象为已婚青年及其父母，通过关键守门人的

介绍，参与如舞龙会、过年走街①、婚嫁等集体活动，认识和选取 37个访谈对象，以深度访谈、焦点座谈

和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获得调研资料。

一、神圣化劳动激励与抑制消费机制对彩礼的建构

1.爱国劳动和节约消费（1949-1965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爱国增产，厉行

节约”成为当时的主旋律[14]。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通过自上而下发动劳动竞赛鼓励农民参与劳动，提出

“队队竞赛，社社争荣，挑战应战，干劲冲天，把万斤竞赛的红旗插到生产队”，并评选与表彰“先进生

产者”“劳动模范”。其中，针对农村妇女的劳动激励活动尤为明显。1956年河北省民主妇联向全省

农村妇女发出“学习‘三兰’积极参加农业增长竞赛运动”，甚至拔高到“拔白旗，插红旗”的政治高度，

鼓励女性参加种粮劳动并赋予劳动以神圣性。通过以精神荣誉作为对个体积极劳动的回馈，从集体

和爱国角度提升了劳动的意义。神圣化劳动激励使得村民收入有限且村民之间收入差异小，彩礼不

具备补偿性，因此没有大幅增长，并呈现出较强的仪式性特征。

在资源匮乏的年代，抑制消费和神圣性劳动激励总是相伴相生。1953年一五计划提出“实行节

约，反对浪费，扩大积累”，即“先生产，后消费”，明确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1958年二五计划提出职

工和农民的平均收入五年内将增加 25%~30%，远低于一五计划提出的 33%[15]，这意味着政策取向

上继续重积累，抑制消费。1960年，“先治破、后治富”“先生产、后生活”的提出，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

问题作为“修正主义”进行批判[16]，以节约从简为核心对农民消费观进行塑造。同时，采取管控的方式

对物资进行分配，限制了消费范围，如1950年国家计划调拨物资为8种，1952年增加到55种。在这一

阶段，无论是国家所塑造的消费观，还是消费品数量，都难以支持彩礼的上涨。

2.积极生产和艰苦朴素（1966-1977年）
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劳动的神圣性更加凸显，并兼具革命性。在农村以“农业学大寨，

劳动大呼隆”为口号，一方面继续开展“三八红旗手”“女能手”“五赛五看”（赛收脱，看进度；赛出勤，

看干劲；赛管理，看全苗；赛劳动，看贡献；赛团结，看风格）等劳动竞赛，以神圣化方式鼓励农民参与

劳动生产。另一方面个体劳动收入受到限制，如沧州地区 11个县有 2000多个为城市加工的社队集

体副业项目，束鹿县田家庄大队经营的使每人每年多收入 200元的染房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

予以割除。而针对女性开展的“铁姑娘、红大嫂”战斗队等政治动员式的劳动激励，不仅严重影响了

农村妇女的身心健康，也没有根除父权制思想，这也为改革开放后彩礼的飙升埋下了伏笔。伴随着

持续的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神圣化的劳动激励促使农民形成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劳动的共识，个人

收入受到排斥，彩礼难以有所增长。

在“文革”时期，消费受到了极大的遏制。在消费观念上，享乐欲望的“污名化”“问题化”与“标签

① 地方民俗：在农历新年期间由几个村庄的娱乐队（包括舞蹈队、戏剧队等）组成，到不同村庄进行高跷、腰鼓、大头娃娃、河北梆子

等传统习俗活动的表演。

图 1 分析框架

125



（总158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化”建立了对享乐消费进行道德制裁的话语机制，任何个人的超越平均水平的消费水平和消费风格，

往往会招致他人妒忌，并招致单位批评[13]。“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忆苦思甜”等口号反映了当时农民消费观。在消费品供给上，1967年中央提出

“节约闹革命”，各地取消了农村集市贸易，主要农副产品由国家统一收购，许多供不应求的商品实行

凭证定量购买。人们消费什么、消费多少、如何消费,并不完全是个体层面上的事情,而是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约束[13]。在抑制性消费机制下，彩礼的存在合法性受到质疑，更难以

实现上涨。

3.彩礼的仪式化和革命化

在神圣化劳动激励和抑制消费的约束下，彩礼表现为较强的仪式性和革命性。在 20世纪 50、60
年代，沧州市修罗村彩礼不论质量高低，吃食类取四的偶数，称“四色礼”；穿戴必须两套以上的双数，

意为“好事成双”[17]。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相应的彩礼是《毛泽东语录》《毛泽东选集》，女方若是以各

种形式索要彩礼，则会被冠上“卖女儿”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后期，彩礼又重新回到农村礼俗中。在

河北省，“农村女青年结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要彩礼”，通常是“山区比平原严重，生产、生活条件差的

比生产、生活条件好的严重”，且彩礼名目繁多，除现金外还包括自行车、缝纫机、粮食、衣服等，有的

甚至还要给老人买寿衣、棺材。由于相关资料较少，无法收集更多内容，但从已有的文字记录中可以

发现，“文革”后期彩礼之风复燃，但并没有复燃起传统文化的仪式性寄托，逐渐开始世俗化。

A村 73岁的宋大爷年轻时是生产队小队长，结婚时给女方的彩礼是成双的衣服、鞋、被子和茶

缸，其中两床新被的布料是托亲戚勉强买到。他老伴说“东西少，都不好买，买点东西也恨不得是一

个子儿分成两个花，都穷着呐，哪儿来的钱？……都是看着人差不多，成分不差就行。”B村一位大娘

在 20世纪 70年代结婚的彩礼是一袋白面和两个茶缸，“那时候不像现在看这么多，（未婚男性）都在

生产队挣工分，讲奉献，（条件）都差不离儿，能吃饱饭就粘①了。”“都差不多”是年长女性在谈到择偶

和彩礼时的一致性描述。无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村民，个人收入水平相近，难以形成攀比，加上物

品的匮乏，天价彩礼难以实现。

改革开放前神圣化激励和抑制消费的开展,一方面使得农民收入有限，消费品匮乏，客观条件上

农民难以承载高额支出；另一方面在当时社会中形成了以不计回报与自我牺牲为特征的“奉献文化”

和以节俭为特征的“苦行文化”的“联姻”[13]，农民将践行这种文化作为自身准则，彩礼难以上涨，并呈

现出简化的特征。改革开放前劳动激励与抑制消费机制对彩礼的建构作用见图2。

二、物质化劳动激励和刺激消费机制对彩礼的建构

1.劳动致富和适度消费（1978-1999年）
在这一阶段，国家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促进经济发展。林毅夫等人提到改革

开放最初的实践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劳动激励机制，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提高社会劳动

生产效率[14]。改革开放后，神圣性激励难以再发挥作用，“广开门路、劳动致富”的口号进入到农村劳

动领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分配机制，同时鼓励农民因地制宜，

① 粘：地方方言，表示可以、认同的意思。

图 2 改革开放前劳动激励与抑制消费机制对彩礼的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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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一切可利用资源进行农业和副业劳动生产，提高个人收入。如 1985年，河北省科技厅在农村开

展“学文化、学科学技术”活动，鼓励农业与第三产业结合；1988年提出“科技兴冀，科技兴家”的口号，

开展“短、平、快”（周期短、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来改善农民收入。这一时期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

相结合，个人“致富”成为可能并得到肯定，农民收入的增长为彩礼上涨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消费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节约生产的口号难以再发挥作用。一方面在于“文革”期间

的残酷斗争，剥离开目标与理想上的神圣面纱，口号式和理想式的动员难以再令人信服；另一方面国

家所描绘的理想生活并没有实现[10]，这使得当时所面临的管理问题不仅是如何将建设中心转移到经

济上，还要寻找到取代抑制消费的其他消费机制。对此，国家不仅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提高消费

品的供给量，也放松了对消费的话语控制和政治评价，追求物质生活不再被贴上“贪图享乐，追求资

产阶级生活方式”等政治化标签[13]，在生活层面上人们开始追求物质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取代。消费合

法性的具备为彩礼的上涨提供了话语支持和意识空间，彩礼开始呈现出货币化的特征。

2.劳动去农化和享乐消费（2000-2020年）
2000年后，我国由经济建设向社会建设转变，国家鼓励农民寻找农业之外的收入来源，劳动去农

化特征明显。相关政策对农民进城由严格限制（部分行业对农民开放）、污名化处理（“盲流”）、收容

派遣转变为积极开放的态度（新型农民工），农民都抢着去城市和乡镇企业打工 [18]。劳动的非农化带

来农民劳动收入增加，但也形成了区域差异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由此造成低收入人群在婚姻市

场上处于劣势，依赖于彩礼来弥补差距。同时，物质化激励所带来的生计方式和收入水平的改变带

来了农村未婚青年择偶时间和心理的变化。长期在外务工的未婚青年只有在过年期间才能回到家

乡相亲、确定婚事，流动所造成的较短时间接触导致未婚青年依赖于劳动收入和彩礼来择偶和确保

成功，由此进一步推动了彩礼的上涨。

伴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国家在意识层面开始奉行经济主义或GDP主义 [19]，在社会

层面上造成的后果是将劳动的意义转化为消费，甚至将生活的意义转化为消费。消费与享受不仅成

为一种可接受的生活理念，更是受到广告、商业促销制度和消费信贷制度（即借贷制度和信用卡制

度）的强力渲染和肯定，消费在农村也逐渐获得生存空间。一方面，城市中心主义的城市化将一切设

定为向城市看齐，包括婚礼仪式、婚后生活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天价彩礼是以城市消费为标

准的结果。另一方面，城市化往往带来商品化，市场进入到农村中，农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难以

自给自足，必须依赖于市场提供的商品[20]，导致农村“一切似乎都已商品化和商业化了,包括婴儿诞

生、老者逝去、祖宗文化、历史遗产，还包括天灾人祸、生活方式、恋爱婚姻… … ，甚至救人捞尸也都

商业化”[21]。城市化和商品化带来“光是制造出令人满意的肥皂还不够，还必须诱导大家洗澡”[22]的消

费机制，导致消费的必要性和意愿性增强，农村青年不得不或者也期望从上一代获得更多的资源支

持。彩礼从仪式性、神圣性向货币化、世俗化转变，成为子代家庭消费的重要来源。

3.彩礼的货币化和世俗化

改革开放后，在物质化激励下个人收入有所提高，彩礼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消费品的丰富使

得彩礼所包含的内容也更加多元。阎云翔在他的研究中指出：“70年代末期经济改革以来，与结婚有

关的花费都直线上升。1986年对中国农村的一项调查表明，1980年到 1986年间村民收入增长了 1.1
倍，而彩礼花费却涨了 10倍。”[23]河北省地方民谣①也记录了 80年代的彩礼飞涨。90年代后，居家类

的彩礼开始向装扮类的彩礼转变，三金一响（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摩托车）开始流行。2000年后

彩礼也开始飙升，由三万一千八百元（三家一起发）、四万八（四平八稳）涨到六万八千元（又顺又发）、

八万八（发发发）、十万（十全十美），再到近两年河北省农村出现的三斤三两（三斤三两的百元人民

币）、一动不动（动产车子和不动产房子）、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五元和一千张百元，以及部分五十

元人民币）。

① 河北省地方民谣—彩礼不多十大件：姑娘结婚不要钱，彩礼不多十大件，自行车子带冒烟儿，缝纫机带锁边儿。收录音机带唱片

儿，手表带着星期天儿。冰箱彩电洗衣机儿，全要日本东芝牌儿。席梦思床组合柜儿，三用沙发要一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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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日益显著的货币化特征凝聚了补偿和消费功能。一方面，婚姻市场中的处于劣势地位的男

性不得不提供高额彩礼以弥补其劣势[24]。在调查中发现，越贫困的地区、家庭所需支付的彩礼越高。

较富裕的A村的彩礼标准在 13~16万，而村庄经济水平较低的A村，彩礼标准在 16~20万。另一方

面，彩礼具有强大的消费代际支持功能。A村吴老伯在其小儿子结婚时提供了 16.8万的彩礼和一辆

14万的汽车。16.8万的彩礼一次付清，并以嫁妆的形式回到新婚家庭中，14万的汽车是贷款购买，车

由儿子和儿媳开，老两口每月支付贷款。至于为什么买车，小儿子说主要是送媳妇回娘家，在吴老伯

的老伴看来“娘家就在隔壁村还用车啊”。婚后小两口双双辞了工作，对此，吴老伯的老伴颇有微词：

“这俩孩子现在就靠那彩礼钱儿活呢。门口有个卖肉夹馍的小摊，人家（我儿子）隔两天就去买，一个

就是七块钱，一吃就是俩，有时候还买仨……这不怀小人儿（怀孕）了，俩人一去县医院检查就去逛超

市，哪回不买个二三百的东西啊！”儿子对此也颇有微词，觉得母亲“事儿多，市里头（的人）还有顿顿

在外头吃的。”消费机制转变生成的消费理念使得彩礼具有新的使命，彩礼成为支持消费和自我认同

的重要资源。

在物质化劳动激励和刺激消费的影响下，多劳多得和享乐消费具备了合法性，劳动的“奉献文

化”与消费的“克己文化”让位于“致富文化”和“享受文化”。彩礼的仪式性意涵逐渐被世俗性意涵取

代，彩礼成为弥补收入差距和满足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后物质激励与刺激消费机制对彩

礼的建构作用见图3。

纵观 1949年后劳动激励机制和消费机制的演变可以发现，顺应着国家治理需求和方式的转变，

劳动激励机制和消费机制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内容与社会意义，由此建构出不同的社会关系与社会

规范，传统的婚礼习俗也随之受到影响（表 1）。在神圣化激励向物质化激励转变的过程中，彩礼表现

为对处于收入劣势的农村男性青年的弥补，弥补其与优势男性的收入差距。在抑制消费向刺激消费

转型的过程中，高额彩礼具备了满足核心家庭婚后消费需求的功能。在物质化劳动激励和刺激消费

的作用下，彩礼呈现出劳动收入补偿和消费支持功能，并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上涨。

三、结 论

有学者提出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发现和批评荒谬，而在于发掘和解释荒谬背后的逻辑[25]。当

然，彩礼本身并不荒谬，本文所要阐释的荒谬在于彩礼如何成为天价彩礼。通过梳理 1949年后彩礼

的变迁过程，可以发现彩礼在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上涨，并在 2000年后飞速上涨。彩礼的上涨不仅

是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与国家劳动激励和消费机制紧密相关，因为“国家对其他所有一切

拥有最终的权力。”[26]

图 3 改革开放后物质激励与刺激消费机制对彩礼的建构作用

表1 彩礼的变迁与劳动激励、消费机制的调整

时间阶段

1949-1965年

1966-1977年

1978-1999年

2000-2020年

彩礼的形式

粮食、家具

生活用品

家电、农村新房

货币、商品房、汽车

劳动激励机制

爱国增产

集体化劳动

劳动致富

劳动去农化

消费机制

节约增产

艰苦朴素

适度消费

刺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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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激励机制和消费机制对彩礼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为两种机制转变带来个体在物质上量的

变化，即收入由少到多，消费品由匮乏到丰富，以及不同家庭、个体之间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出现，为彩

礼上涨提供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两种机制转变带来公众在观念认知上的变化，即对劳动和消费

的认识从一种理想主义走向理性化，构成了彩礼上涨的心理基础。在神圣化激励和抑制消费时期，

劳动和节约被阐释为“为国家和集体”，个体的收入和消费难以被认可，依赖于收入和消费存在的彩

礼受到社会的排斥。在物质化激励和刺激消费时期，劳动意义被阐释为“为己”，个人收入具有合理

性。消费受到肯定并成为一种社会标准，农村青年通过各种消费行为体验时尚生活的方式来满足认

同的需要[27]。收入和消费获得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索要彩礼不仅不再受到批判，还形成了攀比竞争之

风。在劳动激励机制和消费机制作用下彩礼衍生了新的内涵，一方面彩礼是婚姻市场中的谈判工

具，以高额彩礼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和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彩礼是一种期望与来源，以满足消费和自

我认同的需要。天价彩礼成为“民众利用纠缠于文化、象征资源之中的政治经济转型来弄懂他们生

活意义”的一种途径[28]，并非总像一般所批判的那样意味着“买卖婚姻”[29]。

伴随着彩礼的上涨和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关注社区文化和个体差异，同时不能放弃对宏观社

会结构的考量。从劳动激励机制和消费机制变迁来分析彩礼上涨的成因，既是从个体角度来审视宏

观社会变迁，也是从宏观社会视角来理解个体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体验具有二元性、两极化

的特点[30]，农民个体在宏观变迁过程中感受着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归属于乡村共同体，与乡村有一定

的经济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希望对接城市价值观，获得学习工作技能，融入地方文化[31]。彩礼作为农

民两面性感受的直接呈现，处于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碰撞的复杂环境中，所处的社

会和理论语境都在发生变化，需要我们一一厘清，才能推进彩礼在更大范围内的讨论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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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the High Bride Price Possible：A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a⁃
tion Based on Labor Incentive and Consumption Mechanism

CHEN Jinghu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high bride price is common，and the role of macro level can’t be ig⁃
nored in the process of bride gifts rising. Based on labor compensation and property transfer theory，this
paper takes the rural areas of 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reveals the structural factors of the bride
price increa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chanism change and explain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ignifi⁃
cance of bride price by relevant actors brought by mechanism chang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the
orientation of China’s labor system changed from patriotic labor motivation to self-motivation，and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onsumption system changed from patriotic economy to consumerism. Hence，the ma⁃
terial basis of the increase in bride price is the improvement of personal income and consumption level，
which creates a gap between individuals，and bride price become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income and consumption；the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the increase of bride price is that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income and consumption become a reasonable demand and bride pri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to meet the dem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mechanisms promotes the transition
from ritual to secularization of the bride price，which bears the compensation function of labor income dif⁃
ference and the transfer function of consumption ability. The high bride price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indi⁃
vidual subjective choice，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chanisms，which needs to be
understood from a macro and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Key words high bride price in rural areas; labor incentive system; consumption system; compensa⁃
tion of labor income; transformation of consump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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